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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國家公園共管、原住民自治的爭議，到鄒族頭目「觸法」一事，先來看原住民面臨的危機。原住民面臨的壓力，包含了土地、宗教、經濟、政治各層面，整體而言便是文化存續的危機，無論是共管或自治的主張，姑且不論各方論述的立場，其目的均指向危機的解決，希望透過共管或自治的機制，消減原住民的文化危機，並化解文化因素下可能的族群衝突。
    從鄒族頭目的事例來看，「文化」可說是最重要的操縱因素，部落與國家法制的文化衝突，導致此一不幸的憾事。在原住民失去維持傳統秩序的自主權力，而舊慣卻又無法法制化的情形下，缺乏原住民文化脈絡的現代司法體系，導致國家在爭取原住民信任上的矛盾，一方面不斷貶抑舊慣與傳統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又不斷強調國民不分彼此的一致性，當標榜民族色彩的傳統不斷失去，而透過國民教育系統，教育出的下一代又日趨相似，如此循環下去，原住民文化想保留也難。
    日本統治時期，為了統治異民族、異文化的台灣，舊慣調查的推動，除了加強殖民統治者對台灣的了解，也讓文化風俗迥異的人民，在舊慣被適度承認的情況下，當人民面臨司法體制的審判時，多少能在自我的文化思考下得到保障。原住民文化受到日本人的強力衝擊，蕃地管制與舊慣承認的觀念，一方面避免漢人與原住民串聯的可能，但也維持原住民文化運作上，最低度的有效性。只是承認原住民舊慣的觀念，似乎未被戰後的國民政府接受，當原住民舊慣無法融入戰後的立法、司法體系，遂造成如「文化資產保存法」，成為漢文化資產保存的公器，其他在姓名、族別、土地、教育各方面的介入與管制，只是徒增原住民對國家的不信任。
    部分原住民對國家公園共管的不信任，實有其長遠的歷史因素，就「共管」一詞而言，全面自治其實也是共管的一種，即是將共管層面，自政府機關的共管提升為國家的共管，使各族能平等的共管這個國家。
    然而國家共管的工程浩大，千頭萬續應從何出發？筆者以為從舊慣承認的角度，先推動文化自治，再求更進一步的全面自治，將國家法制加入原住民的舊慣脈絡，使部分原住民文化的有效性再現，對於原住民邁向自治的過程中，亦可減少文化衝突所帶來之社會成本。
    以新修的「文化資產保存法」為例，在其「自然文化景觀」中，對於自然文化景觀與珍稀動植物，仍然從數量稀少性、珍貴性等角度來判斷，然而這樣的判斷方式，是否達成文化資產保存的目的？能否從文化的角度，將各原住民族口傳的源生地、禁地納入考量？或是依各族認定之神聖動植物，作為文化保育的一環？泰雅人起源傳說中的聖石，是否非要稀有罕見的「礦物」才能指定保存？邵族最高祖靈所居的拉魯島，又是否出產珍稀動植礦物才有意義？對民族聖獸而言，只有在該民族的活動範圍內才有意義，如百步蛇之於排彎族，飛魚之於達悟族，而動物數量並非神聖性的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若無法從文化的角度，依文化的意義指定保存的區域，並建立起文化關懷的物種保存意義，又如何說服原住民，這是保障全民文化資產的法律！
    從「文化資產保存法」仍停留在自然保育，而缺乏透過原住民舊慣，融入文化保育的觀念於其中，便不難理解其他與生活更加息息相關的法律，會與原住民文化產生多少的衝突與摩擦，維護傳統的鄒族頭目被控強盜即為一例。「文化自治」的觀念，便是要將象徵國家絕對性的律法，適度融入原住民的舊慣脈絡，並透過全民的力量來協助文化自治。例如授權由達悟人在傳統海域進行指定保存，禁止非達悟族人，以及非依傳統歲時、器具等部落規範，在此海域進行不當的破壞，而飛魚祭典期間，非達悟族人禁止撈捕漁獲等。以此方式推動文化自治，並擴大到教育、經濟、社會各層面，除可漸進擴大成完整的民族自治，對於增加原住民各族文化的認識，及未來的全面自治，應有更多的幫助才是。
    原住民自治是伸張主體性的必然之路，然而自治並非少數原運精英的呼籲即可成功，大社會的理解與認識，對於自治本身的意義絕對是正面的，向國家機器抗爭之餘，更要說服大眾其行為與價值的合理性。
    原住民文化的重要，在於呈現出族群文化間的多樣價值，而這種多樣性如何在剛性的法條中，賦予傳統部落組織運作的彈性，方是文化自治需努力的目標。例如經由傳統部落組織的運作，確認神聖動植礦物的地域範圍，並承認部落擁有先占權利等，透過尊重舊慣的法制運作下，部落組織才能與國家機器合作，搭配成為共管國家的夥伴，一起為恢復原住民傳統文化的尊嚴而努力，頭目「觸法」之事不再發生。

======================【主題文章延伸網頁】======================
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草案》與《原住民族和台灣政府新的夥伴關係》
為台灣原住民族自治重新定調
（以撒克‧阿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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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原住民民族主義的空間性：由社會運動到民族發展（汪明輝）
http://www.geo.ntnu.edu.tw/geoweb/perildical/ntnu/rshrpt/no31/g_n_rsh31_2000-6.htm



台灣原住民民族主義的空間性：由社會運動到民族發展*
汪明輝**
邊陲是抗爭的空間，進到那空間，讓我們在那裡相遇，進到那空間，我們將慶賀您為解放者。[1]！
                                                                                                 —貝爾.胡克絲
稀有事物似乎總是比較有價值，也只有當第四世界的人民面臨消失之際，（我們的）愛才會伸向他們[2]。 
                                                                                           ----史提與魏斯納
摘要
台灣原住民（Taiwan aborigines）在台灣本土化運動（indeginization）之牽動下，世紀末的最後二十年引發了民族振興運動，起初八０年代的運動形式及其訴求上，係循著弱勢階層抗爭運動的基調，並未顯現其民族主義（ethnonationalism）運動之性格，直到九０年代，運動力量明顯轉弱，原住民運動逐漸提升為民族運動，運動的空間焦點由街頭轉進至原鄉部落。
雖然原運團體對土地或領域有強烈主張（claims），卻無整體運動理論作為行動策略之準則，本文旨在引介原住民民族發展（ethnodevelopment）理論，並指陳該理論兼具社會與空間雙重性，本文論述焦點置於民族發展之空間性（spatiality）探討。社會運動與空間運動具時並行，狹義之空間運動即在空間之實踐行動(spatial practice)以表達、展現其訴求與力量，廣義則為空間建構運動（spatial construction）。就原住民民族運動而言，原鄉空間(homeplace)為運動之核心，卻被優勢民族所邊際化（marginalized），然此邊陲空間卻最俱對抗核心之潛能，原住民族應進佔邊陲（marginality）作為直接對抗核心之基地，這核心空間具有三種層面之空間鬥爭（spatial struggle）與建構行動策略，即具體客觀空間、空間之精神與主觀意義以及生活空間。
關鍵詞：原住民，民族發展，土著，空間性，空間運動，邊陲，抗爭，領域，部族主義

abstract
Motivated by mass movement of Taiwan’s social and cultural indigenzation , last two decades saw an uprising of ethnonationalism of the real indigenous peoples or aborigines of Taiwan(台灣原住民). For the first decade, this social movement oriented mainly to socio-economic problems, and some scholars would probably see it as a resistance movement from the subalterm of the society. It was not until 1990’s that it became much clearer in a basic tone of ethnic movement, and changed from a form of resistance to resurgence. And the space that this movement took as its place also moved from space of urban streets to the space of marginality, which are the homeplaces of these indigenous activists.
  One can hardly find a narrative theory of space behind those movements, though land and territory were the most important themes in their projects. By this the author tries to implant a theory of ethnodevelopment for a future resurgence of Taiwan aborigines, but to spatialize it by putting its focus onto its spatial aspect, spatiality, and then to retheorize the different spatialities in geographical thoughts. As a response to Soja’s calling, I reassert here that social movement are simultaneously spatial, and space is not just a reflection but an expression of society. It also recalls the words of some radical geographers: “space is socially structured, and society is spatially organized, and thus, social become spatial, spatial become social”. In other words, it’s a socio-spatial movement. In a narrower sense, the social agency should put its way of movement onto space to express their opinions and show their power, in a broader sense, they should, as hooks claimed, enter the space of marginality as a site of resistance, and rebuild it as their core area so that they can reconstruct and survive themselves. There exist three distinguished spatialities and hitherto three spatial struggles or spatial strategies in future resurgence of Taiwan aborigines. These are physical or objective space, subjective space or space of representation, and lived space or representational space.

keywords：aborigines, ethnodevelopment, indigenous, spatiality, spatial movement, marginality, resistance, territory, tribalism.
一、前言
     社會運動同時是空間運動，台灣自80年代以來之政治、經濟、社會變革，來自於空間的實踐，即在某一個適當的區位（location）、場所（place）釋出抗爭力，挑戰既存之霸權，產生空間衝突矛盾，藉空間運動達到社會運動的目的。曾有人將台灣近十餘年來的社會運動直接稱為街頭革命，而革命最大的成就要屬推倒街頭最大的障礙，即戒嚴法（孫大川 1994），套用Rudolf de Jones的用語，使我們得以重新擄獲街道（空間）(Jones 1986, 王志弘譯 1994:13-31），進而建構新的(街道)空間秩序。權力就在街道上，在街頭演說、街頭劇場、路障上：
   「如果沒有街道，將難以想見歐洲和美國的民主與社會主義群眾運動….呼喊著口號的遊行隊伍、示威與集會，還有海報，….社會性矛盾，悲慘與奢豪的兩極情狀，都在街上暴露出來。」
（ibid.: 15-16）    

然而運動空間場域是多重性意義之集合體，它可以是街道、廣場、建築物、森林以及身體等物體和領域空間--抗爭場所（places of resistance）;是群眾的集合和衝突空間—抗爭隊伍之聚集（swarming）、分散(pack)與時機(moment);是反對或異議向量與力道之象徵與實際，個人與集體之認同、記憶、想像、夢想和渴望的空間—抗爭之策略與聲音（Routledge 1996:519）。
台灣原住民族運動群眾，十餘年來同樣也選擇空間，藉以對抗支配霸權，試圖爭回被埋藏於主流文化之空間意義和象徵，爭回異化的空間本身。這些空間是做為台灣主流社會核廢料和軍用射擊場及國家公園等偏離或幻想的差異空間（夏鑄九、陳志梧 1993:233-246）以及消費空間;是國有林地、保留地、溫帶果園、夏季蔬菜、高山茶園、水庫、軍營等被沒收、侵佔和出賣的生活空間;是威權區劃之隔離、分化與監視的行政區域空間;是被改名的、棄置的、荒蕪的祖靈地、或被破壞的儀式與神聖場所價值和心靈等文化空間。
台灣四百年來之開發史，便是台灣原住民生存空間消失史，殘存之空間成為發展之邊陲，原住民亦成社會邊緣人，原住民因為失去原鄉空間（homeplace），或與原鄉空間分離，而失去自我，失去社會，而今「還我」社會運動就是「還我」空間運動。
原住民土地是眾所注目之問題，一直是大家討論的問題，還我土地，爭取領域主權為當今世界原住民族共同願望，自決、自治則是許多人用以解決土地問題之政治主張，本文則將從空間性角度分析原住民族運動，討論其與土地、社會關係，及其對民族發展之意含，最後並嘗試提出原住民空間策略。
二、關於原住民、土著、第四世界與民族之含義
     當今世界原住民或土著民族其實具有類似的命運，以今日國際組織如土著人口工作團體(Working Group on Indeginous Populations WGIP)在工作上之需要，以及原住民本身自我認同（self-identification）之需求等原因，似乎必須加以明確定義，然而反對者卻認為如此將會使行動受到限制與束縛而失去彈性，況且要獲致共同接受的定義甚難。
史提等人指出「土著性質」（indeginousness）之含義非僅超越所謂持續居住於一地理區域而已，歷史之宣稱也不足夠，需同時考量和土地與場所（place）發生關聯之文化、歷史與生產的關係，以及對土地與場所之歸屬或依附（attachment）本質。更明確地說一群體之為土著之程度係圍繞在對場所之歷史主張與統治（歷史/政治面），對某一區位（location）之佔有與持續利用的模式（經濟/生態面），以及社會之生活世界關連場所的方式（文化理解面）。因此，單用民族性（ethnicity）也不能滿足定義（Stea and Wisner ibid.:3-4）。總之，第四世界人民不必然是部族（tribal）社會，也不只是大的支配社會所包圍的少數，其共同特徵包括土地利用為其共同資源基礎;對場所之文化依附（以及依附之統合力量）;基本生態觀;內涵彈性之經濟與交換系統;對變遷之調適力;對合作實業系統、延伸性的親屬系統及相互關係之依賴。場所對他們遠超過商品，而這種對場所非關商品之依附正是第四世界人民受到剝奪的根源（ibid.）。
促成第四世界之串連整合有三大因素，一即為對土地之依附，其次為以偉大目地、戰略意義、軍事需要或發展之名對原住民土地不斷地開發、剝奪，第三乃文化復振與領域防衛之結合。第三要素產生土著或原住民新的階級認同形式，一種共同奮鬥認同、共同價值、共同對抗壓迫他們成為劣勢族群的力量之覺知，最後第四世界因他們自我界定而存在，因為土著之串連結盟使得族群認同讓位於階級認同（ibid.）。歷史紀錄斑斑，當赤裸裸的直接消滅的時代結束，被包圍的生還者透過被強迫涵化（forced acculturation）、經濟基礎遭侵噬、異教傳入、吸收與內化西方對工作、勞動態度以及全然個人化社會等過程而逐漸被整合或同化。基於此，國際勞工辦公室（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ILO）提供純粹經驗性指導以利辨認獨立國家境內之土著群體的模糊陳述：
「土著人口（indeginous persons）為原住民人口之後裔，在握有政治經濟權力的非土著人口之祖先移民或統治之時，便已經居住在該國家境內，一般其後代生活仍循著殖民或統治之前就已存在的社會、經濟與文化制度，….而非循著其所屬國族（nation）之文化」(ILO 1953: 23; Stavenhagen 1990: 97)[3]。 

聯合國土著人口工作團體（WGIP）則兼顧殊異文化特徵之客觀指標、傳統土地、處於非支配或優勢地位、歷史連續性以及主觀因素如團體意識與自我認同等六項因素，並參照Martinez Cobo之研究做出以下定義：
「土著之社群（communities），民族（peoples），國族（nations）乃指其所屬領域內被侵入或殖民以前，便已發展具有歷史連續性之社會，視自己不同於領域內社會其他目前佔多數之人群，….現階段他們共同形成社會中非優勢族群，且決定將其作為持續存在的民族憑藉如祖居領域、族群身份（ethnic identity）連同自身文化型態、社會制度及律法系統加以維護、發展並傳遞至他們後代，」（Pritchard 1998: 43）
而土著人民（indeginous persons）則是：
「歸屬於那些透過自我認同為土著之土著民族（群體意識）且被該群體所承認與接受為其成員者（為團體接受）。」（ibid.）
WGIP之主席Daes(1996)於該組第十四次會議中針對土著民族概念，回顧並檢視歷來各種不同之國際組織、國家、專家以及土著本身對土著之界定，總結指出要瞭解土著概念包括四項因素，即（一）為時間之優先性，指對特定領域之佔有與使用。（二）主觀志願謀求維持其文化殊異性。（三）自我辨認，以及其他團體或國家當局承認其為特殊之集體。（四）具有被征服、邊陲化、驅離、排斥或歧視等經驗，不論這些條件是否持續。並且也贊同世界銀行所持之觀點，即沒有單一定義是可以涵蓋全球其義之土著民族，同時引該組另一代表Capotorti之說法，警告明確之四海皆準之定義在全球政治現實中不可能且無助於實質防止原住土著之受到偏見或歧視（Daes 1996: 20）。
然而原住民團體卻常抱怨未能直接參與這些定義之決議過程，認為定義者並未站在原住民利益，而是站在國家利益，因此，主張原住民有自我定義、自我辨認（認同）以及決定成員之權利（Stavenhagen 1990: 99），因此Cobo的定義明白地反映這類主張。
「原住民」（aborigine）一詞可說是與土著同義之工具性稱謂，被使用在澳洲、台灣及其他地方之土著，強調「從開始」之含意，因此，原住民即指一特殊地區的第一個民族（first peoples），亦即土地原生的民族。但澳洲的法律卻沒有明確嚴格地定義原住民，僅指出：
「澳洲原住民乃指原住民後裔，包括混血的人，認同自己為原住民，且被原住民社群所承認其為原住民。」（Addendum 1996）
這樣的定義係為保持行政管理上之方便與彈性，同時兼顧到原住民認同和使用這稱謂，明顯是基於政治上的目的，亦即原生民族應當具有的天賦之民族或土地之優先權利，事實上，原住民作為一個特殊民族，援用民族自決概念，追求更高的自主、自治權利，已經獲得國際社會相當的支持，如在聯合國法治化的議程中，已經排定聯合國土著人口工作團體（WGIP）所推動土著民族權力宣言（Draft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Indeginous Peoples）法案（Pritchard 1999）。
總之，原住民或土著是共同的名字，也是企圖立足於世界的政治名稱，具有明顯的政治權利含意，因此，Addendum(1996)指出任何的定義應當考量六項（權利）要素：
1、 自我認定權利
2、 土著與原住民族之內含意義
3、 作為第一民族應享的權利
4、 有關土地、自決、文化的權利
5、 接受（或承認）他人為土著或原住民的權利
6、最終決定土著民族之權利 
    台灣之原住民也經歷過一場正名運動，在使用原住民一詞之前，台灣民間與官方曾使用不同之名稱指涉原住民，如國府統治以前之生、熟番、或生、熟蕃、化番、化蕃、高砂族等帶歧視用語，之後則使用族群模糊性之山地山胞與平地山胞，皆為他稱而非自稱之名字，原權會前會長宜將.拔路兒於正名運動之行動手冊中，說明正名緣由，他們反對山胞稱為之原因有四項，即因為這稱謂代表（一）完全承襲日本殖民統治模式，根本否定其族群象徵符號及民族地位。（二）大漢沙文主義之同化政策。（三）分化原住民。（四）歧視性的落伍稱號（宜將.拔路兒 1993: 187-188）。那為何選擇原住民？乃因（一）各族群之口碑皆指出我們的祖先原來就住在台灣，（二）歷史繼在外來民族或統治政權入台之前，早已有許多原住民族群存在。（三）我們（原權會）之自決地決定，以投票選擇使用原住民（ibid.: 188-189）。同時該手冊也試圖對原住民及台灣原住民加以簡單定義;「原住民」係來自不同族群之個人的統稱，雖然語言與生活習慣不同，但自從外來政權來台以後，都遭受同樣的命運。「台灣原住民」係Bunun（布農族）, Saisiat（賽夏族）, Thao（邵族）, Tsou（鄒族）, Rukai（魯凱族）, Puyuma（卑南族）, Paiwan（排灣族）, Yami（雅美族）, Amis（阿美族）及平埔族群，都是南島語族的一支，並深信南島語族的發源地是台灣。進而主張「原住民」與「台灣原住民」的稱號是統稱也是對其他族群平等相處之基本要求，更期待每位原住民對自己之族群認同，而政府不應剝奪其族群認同之自然權利（ibid.: 188-189）。
就本文而言，大體接受上述所指維持彈性定義之必要，以因應不同區域、國家而作適當調整，然就台灣而言，原住民乃是全體台灣土著的政治或行政上名稱，也是原住民族本身所認同，但各族仍各有不同的族名（tribes），依照前述邏輯，各族有權決定自己的族名，因此我們可以理解蘭嶼雅美族人改名為達悟族人，係出自於族人之希望而為大社會所尊重。
三、地理學之原住民研究：觀點與議題
（一）全球原住民及其問題產生之歷史背景
一九八四年，大約就在台灣原住民權利運動萌芽的同時，被認為激進的地理學期刊Antipode出版一期第四世界[4]（fourth world）專刊，該刊導論中，史提等人表明了當時（激進）地理學者對原住民的基本觀點與方法。首先指出出版原住民專刊之理由，為第四世界成員中，逐漸意識到成員皆為共同受壓迫、具共同命運之土著民族（native nations），因而必須針對自己原有土地、資源及文化之被消滅做出政治回應，而此種覺知更進一步使他們瞭解現存體制運作上的無能與無效，以及認知到必須要採取激烈的行動（Stea et al 1984:3）。其次，第四世界拒絕傳統的低度開發/開發二分法之標準政治經濟分析模式，他們自認為是土著社會（indeginous societies），亦即所謂之另類或異己社會，意味並不適合既有的分析方法，儘管土著或是本文所使用的原住民之含義不甚清楚（ibid.）。
    史提等人將世界性原住民問題之發展歸納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自十六世紀以來，商業資本主義興起及其發現新世界與東印度，讓原住民先是接觸到西班牙、葡萄牙與荷蘭等殖民帝國，之後為英、法兩國。此時期原住民勞工成為帝國奴隸，市鎮被摧毀，藝術、宗教文物被剷除。移民並非帝國目標，而在於獲取高價格之貿易商品。如荷人之殖民台灣，主要的興趣並非移民、領有台灣，而在於將原住民獵獲野獸製成之肉脯、鹿鞭、鹿筋、獸骨等售予中國大陸，而獸皮主要銷往日本的長崎，供日人製作各式皮件，當時台灣每年可有數萬到十數萬張鹿皮的收穫量[5]，換言之，台灣原住民於四百年前，傳統之狩獵便已經被第一波世界商業資本主義化所影響，而納入國際殖民經濟體系，這個時期之資本主義可以說是原始積累（primitive acumulation）階段。
    第二階段自十八世紀晚期至十九世紀，尤其後半世紀，最主要之特徵乃是歐洲移民與殖民聚落大量湧進原住民地區，包括新大陸、非洲、澳洲及紐西蘭等。例如光是一八五０到一九００年間，有超過五千萬歐洲人（大部分系資本主義自身造成之失業人口）抵達北美與南美。非洲之東部、中部與南部為數甚多之移民造成原住民人口急速減少，一方面是由於殖民政權從原住民手中侵奪大量土地造成，一方面由於土地侵奪所造成血腥戰爭所引起，這樣的戰爭在北美與東、南非洲一直延續到二十世紀，如東非自1880年代至1920年代德國統治期間造成社會及生態嚴重破壞，一部分也直接或間接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衝擊（包括當時疾病流行）。這階段中，原住民的勞力及其土地為殖民帝國主要追逐之利益。
    第三階段為五、六０年代亞、非擺脫殖民之獨立時期，出現許多新興國家，此時期國家境內佔多數族群藉著國家發展之需求為名，支配國家進而壟斷資源，大多國家之發展方式均是以國族主義（nationalist）少數菁英、仕紳結合外國商業、工業勢力所壟斷，如水力發電建設計畫、森林採伐、礦產開採地區紛紛出現，原有這些地區之原住民族變成開發中國家境內的政治“飛地”（political enclaves），然後國家統一與族國諦建（nation-building）之意識型態，則強化在道德上欲將此類邊際土地與邊際民族整合到民族國家主義菁英及其外國盟友的歷史性(發展)計畫。
第四階段，國家釐平原住民並將最惡劣的土地劃為保留地配給他們之後約一百年，主要工業強國猛然發現北美、澳洲、南美的許多保留區內蘊藏著巨大的能源與礦產資源，居支配性之工業資本家又藉口能源危機或戰略礦產迫使這些民族國家進行開採，其中多以石油、煤礦、鈾礦為主，有些地面水或地下水之開發亦然，於是國家便恪遵此“地質使命”（geological imperative）將此類原住民土地強加徵收，如北美硌磯山區之印地安土地內的煤礦與鈾礦，巴西興建於七０年代之水電廠（ibid.: 4-5），當然台灣於原住民傳統土地內之核廢料、水庫以及國家公園之設置也屬於這個階段之末期。以此觀之，保留區（reservations 或reserves）乃是開發主義下之暫時性保留措施罷了。
    從歷史發展脈絡顯示原住民族正在面臨迅速消失之危機，原住民族本身也意識到全球現代化發展，其實是先對原住民族之人與土地展開無情的攻擊（attack），逼使原住民進行反抗運動(resistance)，進而從事不同形式之自我復振作為（resurgence），如此在世界各地有原住民族區域或國家不斷發生類似的攻擊—反抗—復振之循環。
   （二）研究主題與觀點
1982、1995年加拿大地理學期刊也分別也出版有關加國原住民研究專刊，82年Peter Usher「在邊界未竟事業」一文指出加國北疆省（northern territory）之原住民權利運動之訴求，已經超乎單純之土地賠償，而是欲重建原住民與大社會之新關係，以終結不正義之產生，並保障其作為民族之未來（發展）。而其共同主張包括：實質的土地所有權;對非原住民土地特殊之收益權與經營;要求足以促進經濟發展之土地賠償;環境保護;維持傳統經濟;發展語言與文化;賦予政治權力與設立適當機構已達成、落實這些目標。地理學者發揮了擅長田野研究、整合或全盤性研究途徑以及地理學諸多分科之整合效益（Usher 1982:187-188），對原住民土地主張及開發對原住民環境、社會經濟之衝擊研究有顯著貢獻，然而地理學者在北疆仍有未竟之功，這成了地理學關於（加國）原住民議題之研究論述（Peter and Wolf-Keddie 1995:98）之一大挑戰。
1995年專刊中Peter等人進一步指出地理學對原住民族之觀點，試圖回應Usher所提出之挑戰，雖然該刊缺乏有關土地主張、資源利用、自治、人口、都市或北疆的原住民、醫藥地理或婦女等議題的論文，但指出原住民研究確實豐富了同時也挑戰地理學研究，這主要表現在三方面：一為民族（即人）與環境關係; 原住民與環境關係中，與祖居土地與場所之連帶在原住民文化、認同上扮演決定性角色，土著民族之環境知識實包含著精神意向層面，而歐洲人則無。如J. Shute與D. Knight（1995:101-111）比較原住民與歐洲人之地方知識，強調原住民對環境之回應性瞭解（respondent’ understanding），係根植於傳統及其視區域為鄉土之觀點。J. Newton (1995:112-120) 之文則指出土著的地方環境知識在因應策略之決策扮演重要角色。
二為過程與結果之地理特殊性，如Anderson 與Bone (1995: 120-130)的合作文章指出，全球經濟重構過程與加國第一民族（First Nations）之經濟目標及個別族群之地方性決策之交會互動過程，結果產生獨特之工業結構與目標。
三為權力與抗爭地理學，如Harris(1995: 131-140)探討原住民區域之獸皮交易之政治面，原住民如何在受監控下選擇安全又有利益之貿易路線。Brealey (1995:140-156)之研究則是指出殖民時代地圖學測量原住民土地時，如何產生透過保留地設置以取代原住民領域的奪取土地方法，可稱之為地圖或測量政治。Ripmeester（1995: 157-168）之文，研究Mississauga人面對歐洲殖民聚落與基督教之入侵，如何求取適應與生存。至於S. Marsden與B. Galois（1995: 169-183）探討原住民權力地理，細緻描述Ligeex與Gispazlo’ots族人及Tsimshian各族及酋長如何謀求維持與控制地方貿易網路。
這份期刊也歸納出未來原住民研究對（加國）地理學更新的挑戰，一為關於土地主張與自治政府研究，二為空間在原住民族社會建設的角色，三則為原住民族與文化在地理教育角色。這種看法乃是地理學的本質及其空間觀點之自然反應，本文主題較接近第二項，但談社會建設之空間性，很難不涉及原住民之土地主張乃至自治問題，進而這些新的探討可以注入地理教育及文化教育，三者實為相輔相成。對照加國地理學之原住民研究，台灣地理學之原住民研究，顯得相當傳統與保守，至少有關於台灣原住民族之土地主張、自治政府及政治權利地理之文章幾乎未曾出現，而本文即是企圖進行探索作為這方面研究之參考。本文主要就原住民族抗爭運動或是社會重建發展之空間性加以探討並企圖建構其理論，加國地理學者之看法，當然也是符合原住民族運動者所需。
三、台灣原住民族運動之困境
    人類學者謝世忠氏將80年代以來原住民社會抗爭運動過程稱之為「原住民運動」（aboriginalism），意指「一種某一國家或地區內之原先被征服土著後裔的政治、社會地位與權利的要求，以及對自己文化、族群在認同的運動」（謝世忠 1987a:61）。曾擔任「台灣原住民族權利促進會」會長的阿美族人夷將.拔路兒（劉文雄）以一位原運參與者（activist）立場，雖然同意謝氏之定義，但稱之為「原住民族運動」，並賦予較具體詳盡之定義：原住民族運動係指「某一國家或地理區內祖先原來是族群生活領域內主人的地位，後來被外來族群征服並統治的原住民後裔，經由族群集體共同痛苦的經驗、覺醒、意識型態之建立，以組織、行動，爭取歷史解釋權、傳統土地權與促進政治、教育、經濟、社會地位之提昇，及對文化、族群再認同之運動，運動的最終目摽是追求原住民族自決。」(夷將 1994:276)。    

    綜觀台灣原住民經歷十餘年的「原住民族運動」，竟能以小眾之力，促成原住民行政空前之革新，成就斐然，其中最重要的要屬96年統治當局行政院成立了部會及之原住民委員會，雖然原民會之性質欠缺一般部會的自主權限，只能居中協調相關部會，卻也邀集了學者專家著手進行各項原住民整體政策之規畫擬定，姑不論其內涵與實踐結果如何，這項改革足可以宣稱與世界先進國家如美、加、澳、紐等相提並論，甚至可自比已擠身進步國家之林！然而當大家的目光聚焦於國家如何引領原住民邁入二十一世紀之際，已經少有人關心促成這個改革的原動力—原住民運動的境況或未來，這似乎告訴我們原運目的已經達成，原運團體已可功成身退，的確，90年之後，原運似成強弩之末，就如同源自高山流進平原之溪流，多了污泥，少了動力，無力地蜿蜓於灣曲河床之中，逐漸流逝於汪洋中。有心人士不僅要問，原運目的真已達成、實現而不再需要抗爭？抑或目標逐漸模糊，不知為何而戰？國家或體制化原住民事務為原運之終極任務嗎？若對照夷將所賦予原運之終極目標—民族自決，恐怕還有很大的落差，原運至此，需要重新思考，尋求新的動能，重新出發，否則，原運就將走到了Mauss(1975;蕭新煌 1990: 21-46)[6]所指社會運動過程之末期--消失階段。
檢討原運困境時，夷將歸納出下列幾個原因： 

（一）草根組織未落實。
（二）原運團體缺乏凝聚力。
（三）政治菁英角色錯置。
（四）政治資源匱乏。
（五）過早投入國家體制內公職選舉（夷將 1994:289-291）。
 而對於未來原運之發展，夷將也提出四項方針，即：
（一）改原權會為台灣原住民族議會。
（二）推動原住民族權利法制化運動。
（三）運用政黨政治法碼原理[7]。
（四）積極參與國際組織（ibid.,:292-293）。
筆者以一個原住民族裔的觀察者立場大體能理解並認同這樣的解釋觀點，但基於關心原住民民族運動的發展，對原運困境癥結，試圖提出不同角度的觀察，簡述如下：
   （一）未清楚定位在民族運動（ethno-nationalism）：
             主流社會多數人甚至原住民視原運與一般社運(social movement)無異，為社經弱勢團體之抗爭，原住民問題只是社經不利問題，原運目的只在提昇原住民之社經地位（social-economic status），對於民族自決多抱著質疑態度。如蕭新煌（ibid.）在其社會運動之分析架構裡，就指出原住民人權運動乃所有運動中內部資源動員能力與對外社會衝擊均是最低的一斑。
   （二）未能跳脫國家體制框架，陷入國家主義（statism）之迷思：
             如過渡重視原住民行政改革，視中央部會為問題的萬靈丹，忽視了行政層級之提昇，可能引來更直接或更強的國家霸權，強化既有問題，也限制民族自主、自決發展[8];其次,如夷將所言過早投入體制內公職選舉，固然導致被統治國家體制所分化吸納，而原運者視投入選戰乃遲早之事，意味並非要真正走出體制以外的另類運動路線。
   （三）依賴外圍團體，以致關係糾結不清，自主性降低：
             原運團體結合反對黨或宗教，最後依賴這些外圍團體資源，使得原運往往被視為政黨競爭或反對運動或宗教抗爭運動，所謂法碼原理，即指政黨政治體制內發揮關鍵少數，恐怕除了強化其體制取向，模糊民族特性，更間接阻礙一般非屬同黨同教之原住民認同、參與，所以原運份子參選始終難獲勝選以及所謂草根組織未能落實之因。
（四）沒有建構強力的民族運動理論與思想作為指導：
          容易產生行動者理念與路線之爭，難以整合族群以形成嚴密組織，進而有效發揮集體實踐力量，此當為夷將所指欠缺凝聚力之因。沒有中心理論思想，則無法擬定整體有效之策略，使得原運呈現片段性、臨時性、偶然性，縱或收到效果，卻不能串連持續、擴大，導入同一方向，以累積運動能量。
第四項無疑為最關鍵性因素，建構整體之理論體系必可避免前述之困境，關於原運需要什麼中心思想理論導引，自有待原運團體進一步研究發展。
四、國家發展與原住民族發展：原運由街頭到原鄉空間
筆者以為因應90年代台灣原住民處境之變革，需要更主動積極的思維，90年中期後，「原住民族運動」已經由過去濃厚之街頭抗爭運動（resistence）色彩轉變為原鄉基礎性之復振運動（resurgence），乃至於社會重建（social reconstruction）運動，運動團體由原先之泛原住民主義（pan-aboriginalism）變成以各族群為單位，運動空間轉回進到族原鄉部落，這時期開始出現民族議會之籌設，如泰雅族、布農族、達悟族及鄒族議會等，或倡議設立各族民族學院，或強化既有之各族母語傳承工作，原先之台灣泛原住民族主義有轉為部族主義（tribalism）所取代之勢，不論如何，台灣原住民民族主義已逐步成熟。台灣原住民從上述正名運動始，便就顯示民族運動之性質，可稱之為native nationalism，其邏輯正如同一般民族主義一樣，其目的在建構一種原住民民族（native nation），得以享有民族自決之權利。
有論者認為受統治之少數族群會受支配族群之國族主義（nationalism，或族國諦建）運動之牽動而產生相對立之族群民族主義（ethno-nationalism），形成互動性民族主義（interactive nationalism）（Hennayake 1992），其原因主要還是在於以優勢族群為首進行之族國諦建（nation building）實包藏著族群終結（ethnocide或民族滅絕）之運作邏輯（Hage 1996），換言之，族國諦建實際並不如理想中的多族群平等共榮之局面，尤其60年代以後脫離殖民帝國獨立國家，優勢族群取代殖民帝國之統治地位，進行新的族國諦建運動，不僅未能消除原殖民帝國對少數族群施行之剝削、掠奪性統治，且為了國家發展、進步、統一或安全等目標，進行更徹底之掠奪與迫害，形成內部殖民主義（internal-colonialism）（Stea et al 1984），國家發展之結果是少數族群走向民族滅絕（cultural genocide或ethnocide）之矛盾困境(Stavenhagen 1990:85-92)，因而導致少數族群之對抗性民族主義的產生。以此觀之，台灣原住民族主義將因應漢人族群展開之台灣人（或新台灣人）民族主義運動所形成之霸權而強化，正如先前台灣民族主義乃因應中國民族主義之霸權而生，三者將不時地對話交鋒（汪明輝 1997）。
緣於過去世界上國家發展導致原住民族滅絕經驗，發現國家發展與少數民族之利益衝突，目標不同，可知一般原住民尤其是所謂原住民知識菁英普遍存在的國家主義意識型態，將原住民未來託付給國家發展或體制化之危險陷阱，一方面這個事實甚少為主流社會盛行觀點所察覺或承認，面對原住民族滅絕過程中之語言流失、土地流失、社會解體或價值觀改變等表象，往往以涵化（acculturation）、社會變遷指稱，或以發展必然的結果帶過（Stavenhagen 1990:87）。面對此種處境，以及國家發展主義仍然盛行之現實，台灣原住民為避免成為國家發展的犧牲品，各民族實應建構出相應之民族發展（ethno-development）策略。
早期的發展論者，總將非西方之民族文化習俗、價值觀視為發展之阻礙，為求達到像西方之發達成就，必先排除這些阻礙，亦即消除民族文化特性。然而70年中期之後，紛紛出現所謂基本需求途徑（basic-needs approach）、自我依賴發展(self-reliant development) 、生態發展（ecodevelopment）、內向發展（endogenous development）等不同策略之提出，顯見西方發展模式盛行25年後,已受到嚴厲批判和修正（ibid.）。一群學者透過對非洲、拉丁美洲及亞洲原住民發展經驗之研究，歸結出發展帶來的衝擊，如貶抑在地知識;瓦解用以維續生態系統完整和生活穩定之必要社會與技術關係;製造匱乏;儘管國外大力資助，但貧窮增加;拉大貧富差距，增加族群衝突;強化國家造成前述情形之作用者角色;將計畫之失敗歸咎於被犧牲的人群或自然環境等。而要避免諸種傷害之持續，指出唯有人類回歸「適宜生活」（right livelihood）價值，即「過著簡單生活，讓他人更易生存」（Wisner et al 1995:102-103）。雖然多數人認為經濟發展有其必要，卻不再認為非西方國家或民族必須接受西方社會價值，民族文化特性、傳統價值不再被視為阻礙（ibid.,:16-17），亦即國家發展可與民族發展相協調。 

根據Stavenhagen之觀點，原住民民族發展之原則大致如下：
（一）民族發展要求：決定自身事務之權利;參與決策組織與過程;推選代議士參與政治;傳統文化受尊重;有選擇發展類型之自由。
（二）維持對自己土地、資源、社會、文化之控制，自由地與國家建立關係。
（三）為內向（反求諸己）發展：從內部找到因應挑戰之資源與創造力，並非專斷（autarchy）、自我孤立，亦非閉鎖在傳統「博物館」，而即使選擇孤立，亦是其自由。
（四）民族發展是要站在傳統結構基礎上，因應和吸收現代化知能，以發展自我特色，均衡或調和其間矛盾，而非揚棄傳統，一味追求現代化。
（五）民族發展是民族社會文化全面性發展，而非僅是經濟發展。
（六）民族發展不是非要打破現有國族（nations），或破壞國族諦建（尤其第三世界），而是予以重新定義，認清並正當化其為多元文化民族所共同建立，非單一民族或優勢族群所獨佔。
（七）民族發展亦不是製造部族主義（tribalism）以摧毀資本主義社會經濟階級，而是確認除了階級外，民族認同、社群（community）同是社會整合原則。
（八）民族發展能重新思考地方發展計畫之性質、目標，如水壩、經濟作物引進等，並始終將民族的需求、期望、文化特色，以及族群自身草根性參與作為考量之前提（Stavenhagen 1990:90-91）。
民族發展實際上仍然是依循夷將所追求之「民族自決」基調，並和自主、永續發展以及自治等概念相連。民族發展不再只是消極性的對抗壓迫，或爭取「社經地位」提昇，而是積極性地自我建構、自我發展。民族發展之內涵會隨族群文化而異，民族發展是要調和傳統與現代之衝突，因此民族未來發展須立基於民族自身社會文化特性及其時空發展經驗脈絡的基礎上，建構出台灣原住民各族獨特的發展策略。民族發展做為原住民社會運動之形式，有其對應之空間性。而雖然過去原住民社會運動有明顯的空間性訴求，如：還我土地運動，卻無完整之空間運動或空間重建的理論。筆者基於研究興趣，並根據個人鄒族研究觀察經驗，擬就原住民族運動之空間性加以討論，供作各原住民族建構其民族空間發展策略之參考。
本文試圖以一個原住民立場闡述其可能性，期望藉著世紀更替之際，向台灣原住民族以及台灣政權當局提出不同思考與可能之作為。也要策略性地自我定位（positioning），表明發言空間;筆者具有鄒族原住民族（COU，或曹族）身份之人文地理學者雙重邊際性，意味著論述之族群立場與觀點的邊際性及殊異性，也標誌可能自成系統之論述，異於漢人和人口較多的原住民族群，也異於原住民知識生產工業之核心學門傳統論述，這可以說是邊緣位置之發言，「每一個人都是其自身文化、時間、空間的囚犯（We are prisoners of our own culture, time and space）。」(Yoon 1986:12)，筆者試圖以此立場和漢人所支配的國家社會及其盛行論述相對話，希望改變一般習以為常的原不原、漢不漢的對話形勢，期使讀者能理解異己或不同空間主體之論述。
五、關於空間性之討論
  （一）空間化社會理論
        Edward Soja在其「後現代地理學和歷史主義批判」(1995  王志弘譯)中,企圖在當代社會理論中重新安置(reassert)空間，乃因「自十九世紀末以來，居於主導地位之現代性與現代主義的特殊形式，具有犧牲了空間性(spatiality)，而偏重歷史性(historicity)和社會性(sociality)的傾向。」他借用物理學所採用的本體論三元組合，即空間、時間與物質，並將物質代之以社會的存有(social being)而轉化成社會生成(becoming)的三重本體論，在此有很多方面均回應Anthony Giddens有關於社會實踐的時間－空間結構歷程(Socio-spatial Structuration)的理論分析，即社會理論的根源大都來自於歷史，地理及社會學的創造(making)之間的相互關係，這之中沒有也不該有一項是在詮釋上本就佔有優勢[9]。因此，透過「對長久以來關於本體論和理論性的歷史主義，在論述中掩蓋(原文囊括subsume)了空間性的批判」[10]，重新肯定空間性在批判性思考及實踐上的核心位置，便可以達到三者之適切平衡(ibid.：2)，這個觀點，可以延伸到學術論述的每一層次，亦即不僅在本體論與認識論，亦在於理論建構，及經驗(研究)與政治實踐層次上，都將有一種空間的鬥爭(spatial struggle)，以對抗歷史主義殘存的力量(ibid.:15)，就原住民而言，也可以說在每一個層次上，都存在著空間的鬥爭。
    事實上，後現代左派地理學家Soja不只針對歷史主義作了批判，早期的著作中(Soja 1985,1989,1993)乃至於爾後的「第三空間」(The Third Space,1996)皆秉承其空間的主張，批判了當代社會理論中社會學主義(Sociologism)論述對「空間」之忽視與扭曲，尤其強調了社會與空間之辯証關係，社會生活中的空間性意義等。
社會學家Anthony Giddens 在其「社會的構成」(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1984)發展出時間－空間結構歷程概念，並未如Soja有效地批判歷史主義(Soja 1989:138-156)[11] ，卻也同樣地肯定「空間」為社會的基礎，如他曾提及社會生活的「空間結構」(spatial configuration)正如時間面向對社會理論有著基本的重要性(Giddens 1984:363)，並說「空間並不是社會團體賴以解構化的空虛面相(empty dimensions)，須將它視為是介入(社會)互動系統(systems of interaction)的構成」。最後點明了人文地理學與社會學並沒有邏輯或方法論上的差異(ibid.,:368)[12]。另一位關注空間的現實主義(realist)社會學家John Urry則指出在當代資本主義明顯而重要的面向是空間而非時間，不論是最顯著之過成，或是較一般性的社會意識。並引用鑽研地中海地區長期(long dur’ee)歷史學者Braudel的話：「所有社會科學必須為“人類逐漸增加的地理概念”保留一個空間」，呼應了法國人文地理學者Vidal de la　Blache於一九三○年的主張(Urry 1985:21)。據此，Soja重置空間之企圖，實際上得到了社會學與史學等社會科學家的肯定[13]，其意義在於研究本體論中，確立空間與時間、社會三位辯証(trialectic)[14]，具體言之，即（社會的）歷史創造，（社會的）空間生產，及（時空的）社會實踐與社會關係之形構。這個知識本體論瓦解了固有社會科學之知識分工方式，去除了霸權主科之中心位置，解放了差異，創造新的相互滲透、包含的多元學科知識領域，在這個領域中，我們須同時是歷史學者、地理學者與批判性社會學者，這是開放的空間，包容的空間（inclusive space），我們在此空間得以復原、顯現，並可接觸其他激進主體性和反霸權抗爭的地點，亦即hooks所謂之抗爭空間（Soja 1993:200）。
筆者曾以此架構試圖檢視鄒族語言之使用現況（汪明輝 1995）、鄒族久美方言之遷移（汪1996），同時更以此為鄒族建構之基本架構（汪1997）。
  （二）再理論化空間
    就地理學言，什麼是空間？觀點卻極為分歧，須從地理學研究實踐中找尋，Soja極具啟發性的論述，將歷來地理學所抱持空間觀點，依其發生過程、性質區別出另一個三元辯証的空間觀。第一個空間觀被稱之為看不透的幻覺(the illusion of opaqueness)，即如近視眼一般，詮釋間只見到表面形狀卻無法透視其背後隱藏的東西。這個空間性化為外在環境之物質形式，為固態之容器或舞台，在舞台上演著歷史與社會發展。這種機械的唯物主義解釋，將空間的知識訓練歸於建築和人文地理學，並將理論的探求簡化為對形式及模式精確描述，量化的幾何學，形狀的章法，社會物理學，這正是傳柯(Michel Foucault 1980:63-77)所稱「空間被視為是死的、固定的、缺乏動力的、不流動的。」吾人可以將此空間視為客觀的，絕對，具體外顯的，物質(理)空間。在此種空間幻覺之下，不見有社會衝突與社會施為(agency) ，他們被化約成個人的集合體，也不顯現空間性之社會根源，尤其充滿疑旨之社會生產與繁衍，脈絡化之政治權力與意識型態。
    第二個空間性，稱為透視之幻覺（illusion of transparency），與前者正好相反，其視野穿透社會生活的具體空間，直射到觀念與思想境地，其幻覺來自焦點過遠—遠視，因而，空間性變成認知與心智設計，思考方式，理念形成。其中真實之「印象」在認識論上先於真實世界的具體物質與形狀。社會空間轉為心智的空間。就地理學而言，六○年代歷經計量革命之後，七○年代興起的人文主義則對之採嚴厲批判。我們可以說第二個空間為關係的(relational)想像的、主觀的，自由意志的，深層的空間。然而依Soja之見，它仍是傾向於接受有一個同樣是固定的、已死的、物質形式的外顯客觀世界(Soja 1993:11)，而且，如同第一種空間幻覺，並不意識到社會生產空間，他們所假定的空間的表徵(representation of space )是無法抽離於社會一物質條件而得以瞭解，不論是原始狩獵、採集團體的心靈，抑或是發達資本主義社會制度之公民。（ibid.,）
第三種空間，稱之為另類或異己空間(other ,third space)，或表徵空間（representational space），即前二者以外的空間。是昂希.列斐弗爾(Henri Lefebvre 1991)與傅柯(1980)幾乎同時發現到的，為生活空間(Lived space)。以列斐弗爾的觀點言，社會空間是生產關係繁衍(再生產)之處，即空間是被社會所生產與繁衍之結果與媒介，其環境背景正是當今的資本主義空間性。資本主義空間扣連均質(homogenecy)、分裂(fragmentation)和階層化(hierarchisation)，穿透、形塑日常生活同時擴展為全球現模，使社會生活組成多層次之支配與依附，核心與邊際的關係。空間性同時是生產與支配關係的產物、生產者與繁衍者，同時分配與統治權力的工具。階級鬥爭同社會鬥爭是被其空間性所涵蓋和界定，而社會鬥爭則必須有意識地、政治地轉變成空間鬥爭才能再度取得社會生產空間的控制權(Soja 1985:109-110)。第三種空間性接近實在論或現實主義（realism）之空間，兼顧主、客觀，內、外在與物質、精神空間，空間主體兼含理性、感性，自由意志與結構限制之人格雙重性（Soja 1993）。   

    由以上之討論，空間性對原住民民族具有兩層意義;(一)空間穿透原住民反霸權之抗爭運動、社會重建乃至民族發展策略、路線與作為，每一個層面皆有空間鬥爭。（二）原住民民族運動之空間策略，須涵蓋三種空間性範疇，即客觀的、具體的、真實（real）的空間;主觀的、心靈的、意義空間;以及現實的生活空間。這三種空間性雖然相異，實際上也是相互滲透、彼此包含。
六、台灣原住民族運動之空間性
     主流社會支配國家之現代化發展，確使原住民享受到現代化生活，卻同時導致台灣原住民社會與空間之邊陲化，而面臨文化和種族滅絕的反發展窘境，因此，原住民族運動須一方面爭取做為國家公民公平之權利，一方面則爭取作為殊異民族之生存發展。正如bell hooks所啟發的，對立於發展核心之邊陲，為差異和異己（other）所形塑之空間，具有了本質上的對抗核心潛能，賦予邊陲積極意義，她指出:
    「邊陲正是生產反霸權論述的核心，不僅是言論上，亦在於存在習性與生活方式上的論述」，「指涉邊陲並不意味著將因為移往核心而離棄她，而是留在裡頭，親近她，因為她滋養我們抵抗的能力，提供我們可以看見、創造和想像出另一種新世界的激進觀點（radical perspectives）。」  
   「理解邊陲為抗爭之位置和場所對受壓迫、侵奪及殖民的人民是非常要緊。如果我們將邊陲只當成是標記著痛苦和剝奪的徵兆，則無望和絕望，深沈之虛無感將以毀滅性方式穿透而至，…我要說的是邊陲同時是壓迫與反抗的地點，」
   「來自邊陲空間之訊息是邊陲乃創造力與權力所在，是我們得以恢復自我的包容空間，在那裡我們可以一起消滅殖民者與被殖民的區別標籤，邊陲是抗爭的空間，」（hooks 1990:149-52）
    進而hooks邀請我們進入邊陲，待在其中，堅守此空間。台灣的原住民多少人懷著理想憧憬，義無反顧地離開無望的邊陲家園，移往都市異鄉，追尋希望目標，最後發現，原住民的希望、創造力、權力卻是在原鄉空間。部落主義是在這個意義上發展，民族發展也將繫於原鄉這個長久以來為主流價值所貶抑為邊陲的空間，換言之，我們再次發現這個邊陲正是我們的核心，只有回到這空間，民族發展才有可能實現。在「進入邊陲空間」前提下，關於原住民民族發展之空間性運動的場域，至少有三個範疇，分述如下：
   （一）抗爭空間
 國家機器及主流社會霸權穿透前述三種空間性對原住民進行無處不在之殖民與壓迫，原住民族也將在這三種空間層面進行抗爭，爭回原有的差異的或民族的空間;
1、客觀、真實空間：
       指的是具體可見之地表景觀，人文景觀如聚落建築、房
屋、道路之形式、工法、材料、色澤、圖案等模式語言，往往被主流價值之複製品所摧毀、殖民、取代;土地利用方式，在耕地上，引進經濟作物如蔬菜、花卉等取代傳統多樣性作物，林地上，經濟林木如單一竹林或杉木取代多樣之原始林，或砍伐林地改重茶葉、檳榔，平地價值殖入崎嶇山地，任意大興土木，改變地景。生態環境惡化，原生物種消滅，水、土地成為稀有資源，同時成為災害來源。真實空間建築權力從居民手中剝奪，真實空間之建築、改造從社會文化脈絡中抽離，社區建築成為土木工程，變成包商、專家與官員所專斷，不識不知專家圖文、語言之原住民成被欺瞞的無辜者，工程利益追逐、均霑又促成社區分化、瓦解。
2、主觀意義空間:
           夾帶主流價值之地名，不論是正、負面價值，因為語言之同化，而取代原有代表原住民環境識覺、價值觀之地名，進而在原有地景中，任意興建廟宇、紀念碑、牌樓，設立圍攔、標語等無關原住民文化之設施，更甚者將這些地名或設施設立在對原住民有意義的場所和地點，如舊社地、古道、儀式中心、族靈地、墓地及其他歷史建築。原住民的地名、價值、意義被埋藏在主流之底層。最重要的乃是命名權同領域權喪失，地名、地景變異，去除了原住民之空間主體性（汪明輝 1998a）。以下鄒族流傳的天神創世神話中，可以看出領域空間主觀意義之實際內涵：
    「玉山(patungkionu)是人類（鄒族）的發詳地，天神（hamo 或nivnu）在此創造人類與萬獸，人類向北沿著濁之水（himyu ci chumu指濁水溪），經斗六（tauyaku）達嘉義平野（maibayu），亦曾向南沿著深之水（fozu ci chumu指荖濃溪）直達赤崁（ca‘hamu）日落之海，天神又從玉山一腳踩平塔山（hohcubu）之頂及特富野（tfuya）、和社(hosa指南投信義鄉和社)和楓樹林（lalauya指阿里山鄉樂野村）等之地，替鄒族人類選擇居地，而長受天神庇佑。」(汪明輝 1992:33-34）
    因而，我們可以理解玉山、塔山、濁水溪、荖濃溪等對鄒族人特殊之認同與歸屬意義，同理我們也可以理解大壩尖山對泰雅族人及大武山對排灣族人之領域歸屬意義。然而在玉山的山頂上，卻豎立著與這些意義毫不相干的「偉人」銅像，和社（hosa）舊時的神樹（yono），曾幾何時變成漢人盛行大家樂時期拜樹頭、問明牌之處。
3、生活領域空間
          上述鄒族神話之例，也可以視為空間領域所有權之宣示主張，空間主體性之最具體形式，為領域所有主權，原住民傳統的生活領域乃支撐、滿足社會生產與繁衍所需之間，過去數百年來之開發，領域權被收歸國有，僅有的保留地，不僅無關主權，也已無法成就健全之社會，即無法滿足自主、自足社會運作所需之政治、經濟、語言、教育、安全、認同及情感依附等等功能之生態領域，領域（territory）即主體所賴以滿足激勵（stimulus）、安全（security）及認同(identity)等需求之生存空間（汪明輝 1998b）。而今狹小保留地竟成為原住民思考、討論其生存發展之限定框架。保留地對原住民領域之意義，除彰顯在領域主權之受剝奪外，亦代表著生存空間壓縮;生態之破壞;開發前提下的暫時性保留;用以分化隔離及統治原住民族之器;保留地未依族群人口增加而增加。長久以來原住民保留地管理辦法僅為行政命令，土地管理單位多頭馬車，法令制訂排除原住民參與決策，規範原住民卻無法管制非原住民之違法侵佔等。土地私有化瓦解社區共同體，所有權狀成土地買賣之憑狀，土地繼承造成家庭衝突，土地細零化，失去生產價值增加成本，產品價格受壟斷、剝削，愈加貧困，造成人口外流等等一連串糾纏無解的問題(汪明輝 1998b)。唯一能解決保留地問題之方法，就是從「辦法」中跳開而已，重新回歸領域層面，與國家協調、建構出新的符合所謂領域正義（territorial justce）的原住民族領域範圍，朝向更高度之領域自主、自治方向努力，才是最終辦法。
   （二）空間策略
         針對上述空間性困境，提出整體空間重建復原策略，作為未來民族發展之行動綱領，這策略分成三層次：
1、民族領域
（1）重建並劃定各原住民族領域範圍：概念上是藉著空間之劃分（divided）所有，使各族群分享（shared）達成共有台灣，亦即空間多元主義。各原住民藉著一定程度之分離達到生存之目的（survival by separation），如同紐、澳原住民發展模式（Fay 1990:217-234;汪明輝 1998b:236）。
(2)恢復、建構集體所有權制度：在兼顧個人所有權前提下，有必要恢復村落社區與整個部族、家族之土地所有與管理制度，以解決目前複雜土地問題。
2、主觀價值意義空間
全面恢復地名，整修、維護歷史建築、古道、儀式地點、靈樹、會所等文化景觀，族群決定使用之拼音符號標記，使民族之口傳歷史、神話故事、人物、聚落、社會生活等人文意義，透過語言、地景、地名躍然重現在活空間中。
3、客觀具體空間
          （1）各族建構出民族整體社區建築原則模式，各族應從民族傳統社會文化與空間結構脈絡中，掌握建築結構、力學、美學乃至工法、材料之原理，在容許各社區保有建築特色彈性下，盡量遵循、彰顯民族特色之建築量體及其他文化景觀。
          (2)建構民族經濟體系（ethno-economy），適度恢復傳統自足性土地利用方式，取代現有完全市場取向及過渡的經濟土地利用方式，重建民族人地和諧之生態性、永續性利用。恢復在地之生態環境，生物物種之原生化（生物本土化），保護水土。
   （三）行動策略
         空間策略需要行動、概念之配合，空間運動即社會運動，概念上確認空間與社會之一體性，跳出保留地框架，站在民族永續生存發展之角度思考。行動上，也有三層次：
         1、作為邊陲之主體，需積極進行各民族自我社會之重整，跨越行政區域之籓籬，建構代表各族之主體性組織，統籌規畫全族領域問題，建構中之民族議會若能成功，將可擔任此項重任，這將是真正改革的開始。
        2、在上述每一個霸權與反霸權之空間對抗中，空間主體—各民族勇於現身，展現來自邊陲之主體力量，亦即持續過去原運之抗爭運動，到公園、水庫預定地，在社區更新地，在森林、巨木砍伐處，在原始林中興建之廟堂、遊樂區，在山地之假山假水之新建公園中，以及象徵黨國圖騰之宏偉紀念碑旁，宣示主權，展現來自大地的抗爭，阻止空間殖民，防制空間盜採、濫墾、侵佔、破壞，以及驅逐惡客於領域之外。
3、各民族與統治國家建構對等的建設性伙伴關係：對照台灣歷
史事實，特定國家與原住民之間之關係非必然，亦即統治國家、民族更替無常，台灣經歷荷蘭、西班牙、漢明鄭、滿情、日本國族，至今中華民國統治五十年之後的世紀末，面臨台灣或中國國家認同危機，出現統一、獨立或建國等等爭辯，而台灣最早的主人，完全無置喘餘地，對未來之命運全憑臆測，任人擺佈。
    因此，需要正常化、條約化國家與原住民族關係，亦即簽訂具有國際法效力之對等條約，以規範而後承繼國家處理原住民族原則，並以之為國體基本架構，進而得以發展所謂之國家與原住民之伙伴關係。更重要的是此關係之釐清對應在空間領域之劃分界線（汪明輝 1998b）。
七、結語
原住民族是殊異於漢人的，是無論如何不能掩飾之事實，或許多元文化是主流社會一時興起追求的時尚，但絕非原住民當前之課題，原住民的問題在於自身之消失滅絕，即生命、體質、文化特質、社會結構之消失，原住民當前所要做的不是提供主流社會差異、多元的經驗、幻想需求的滿足，也不是替政權鞏固提供支援，而在於捍衛自身之社會文化的傳統，這意味著捍衛自己傳統領域空間，這個空間就在原鄉而非都會中心，只有憑藉這個空間從事的戰鬥與建設，才是最穩固堅強的而助於目的之達成。
空間乃多重意義之集合體，從具體的物體空間佈局，心靈主觀意義空間，到生態領域皆屬之，而空間穿透每一個社會生活之層面，在每一個層面中，皆有空間之鬥爭，空間與社會共成整體，空間抗爭本身即社會抗爭。原住民之原鄉空間為主流社會發展之邊陲，卻是原住民存在之核心，邊陲具有對抗核心之潛力，戰略上，原住民應進佔並固守「邊陲」，轉化邊陲成為自我空間、社會重建之核心基地，以確保永續發展。
    原住民的空間領域的維護在於原住民行動實踐，並非託付國家體制代勞，而應是去體制化之原住民族與國家之間的條約性對話，前者意味重整或發展原住民全體性與各族性之雙層自主組織，因此，現階段的空間措施（錯失）無妨視為未來正式、正常空間策略之過渡期，所謂正常之空間策略在於清楚劃分出原住民領域界線，這個領域並不影響現有使用原住民土地者之任何利益，反能提供最終極的正當性支持，當然也提供相對等的約束力，凡涉及原住民土地問題將由國家代表與原住民全體或各族代表所簽訂的具有國際法位階之對等條約所規範解決。換言之，最終還是要回到確立原住民的領域權這個最初最原始的權力主張，與其長期壓抑，不如以正常心態處理。
    空間之分割與分享，並不必然等於自治，本文不以自治為主題，乃因為本文基於現實土地問題而發展，若一開始由自治論述，將又易流於泛政治主張之陳述，而掩蓋土地或空間的政治之外之意義。其實，關於原住民自治論述已經有論者從體制內之可行性做過分析，如高德義（1994）、趙貴忠（1990），或如瓦歷斯.尤幹對於原住民教育體制之芻議（1994:196-197），本文最大的差異為發言對象與行動意涵，無疑是非體制內之建議，而係針對一種尚未現身之非體制化原住民主體在行動實踐上之提議，非僅是理念陳述而已，也因此提議之實踐內涵，尚待原住民自身之實踐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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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曾於1999年5月台灣原住民國際研討會中發表，原題為「台灣原住民民族運動的空間性」，經加以酌修而成，會中承蒙陳茂泰教授、張茂桂教授及伊凡‧尤幹等諸位先生提供指正意見。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系講師，鄒族(COU or TSOU)人，鄒名為Tibusungu ’e Vayayana(Peongsi)。
[1] 原文為：Marginality is the space of resistance, Enter that space, Let us meet there. Enter that space, we greet you as a liberators. 見bell hooks, 1990:149-52。此處marginality應指邊陲性，不僅是指位於實質空間上之邊緣，也指空間主體社會上多種面相如種族、性別及階級等之邊緣位置。
[2] 原文為：Scarce things seem always to be more valued, and love is extended to Fourth Worlders only when they are on the verge of extinction.見Stea and Wisner,1984:8.

[3]此處引Stavenhagen之文。
[4] 最初Manuel 與Poslums(1974)使用第四世界以指涉被包圍的土著社會（encapsulated or enclaved native societies），然而後來第四世界的用法與含意卻因人而異，Glynn等人(1981)則指一國境內在殖民以前之居民，而後來在他們的土地內受到佔多數之移民所支配成為少數或被壓迫者，這樣的社群遍布所謂第一、二、三世界境內，缺乏自主及政治獨立，大都是呈部族社會，而其面對現代工業社會時的集體困境受到大眾傳媒之注意。見Stea and wisner, ibid.:3.
[5] 除鹿皮分水鹿（大）、梅花鹿（小）為大宗外，還包括山羊皮、獐皮、羌皮等，又各分上、中、下三等級價格，而輸出的台灣物產，尚有米、糖及藤等重要貿易商品。關於荷據時期台灣對外貿易本文係參考中村孝志之「荷蘭時代之台灣農業及其獎勵」及「十七世紀台灣鹿皮之出產及其對日貿易」兩文，均收錄於吳密察、翁佳音編譯，中村孝志著，《荷蘭時代台灣史研究上卷 概說.產業》，1997。
[6] 此處引蕭新煌，Mauss將社會運動（social movement）之發展區分成五個階段，依序為發端（incipiency）、集（coalescence）、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分化（fragmentation）、消失（demise）。見蕭新煌，1990: 41。
[7] 意即發揮關鍵性少數，如上屆立法院長之選舉，民進黨立委施明德，搭配原住民籍立委蔡中涵競選院長。第一階段即和執政黨院長候選人獲得同票數，原因是原住民立委集體“跑票”。第二階段（最後）雖未當選，但也換回政黨承諾，設置原住民委員會，可謂得到另一方面的勝利。
[8] 比如Kariya指出加拿大政府設立之原住民事務與北方發展部部（DIAND）理應扮演資源分配之功能，然顯示印地安人與大社會間之生活水平仍存在大的差距，這常是由於公部門之無效，其次，其無效也表現於該部政策擺盪於保護主義、同化主義與自我依賴之矛盾。見Kariya, 1993:197-204.s

[9] 對此說法，王志弘不甚同意，他提出「社會優位之空間理論」，理由是空間之特殊性僅是作認識和分析社會的一組切面或視角而論不具有一獨立存在的實體或運作邏輯，在社會認識論和存有論上，空間並非與社會比肩而行，而是社會存在與運作的必要向度。雖然空間穿透社會各個層面，但空間不等同於社會，也不與社會位居同等的社會認識論與存有論位置。見王志弘，1994。惟筆者認為王氏似乎將Soja的意旨弄混了，Soja所稱社會性、空間性、歷史性三位辯證之解釋架構，所要解釋的現象正是社會存有（social being），並非空間或時間，所謂社會優位當指此層面上。
[10] 比如Soja他舉出研究常使用的共時性(synchronic)及貫時性，皆是以時間表意，共時性指的同一時間中不同空間之現象，強調時間而不是空間性，這便是時間對空間的支配性，Soja的意圖正要以空間性取代之。
[11] 此處引Soja, 1989:154~155

[12] Giddens 亦被指相對地忽略空間的理論化，尤其忽略了解釋冕期資本主義空間結構化中近來轉變的原因和結果問題。見Urry ,1985:21。
[13] 見黃應貴編著,1995，「空間、力與社會」，距離Social relations and spatial structures之出版正好晚十年。見Gregory and Urry, 1985。
[14] 三位或三元辯証為Soja所創，見Soja. 王志弘譯,1995。
